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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的討論，以往的研究比較偏重在其起源、內涵與發展等面向的討論；至於，從

企業經營的視角，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決定因素，相對闕如。本研究認為組織規模涉及企業經營資源的多

寡，公司董事會決定企業經營的決策方向，他們決定了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力度與寬度。基於此，本研究

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二：(一)大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真的做的比較好嗎？(二)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是否會改

變組織規模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係？為能找出上述問題的答案，本研究資料採自 2015 至 2020 年「天下

雜誌企業公民調查」與「台灣經濟新報」二資料庫，應用多元迴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一)大

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明顯做得比中小型公司好；在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永續等方面，則與中小公

司無明顯的差異。(二)董事會女性董事佔比大於 1/2 的中小型公司，在社會參與方面做得比董事會女性董

事佔比大於 1/2 的大公司來得好；在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環境永續方面，則無明顯的差異。這樣的發現

是饒富管理意涵的。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 

 

Abstract 

Discussions on topics related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its origin,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f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it is 

relatively lacking to discuss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size 

of the organization is related to the amounts of operating resources of the enterpris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determines the decision-making direction of the enterprise's operation, and they determine the str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practi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is,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wo: (1) Are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large companies really doing better? (2) Will the 

gender structure of board directors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iz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the research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two databases of "Common Magazine Corporate Citizenship Survey" and "Taiwan Economic News" fro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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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2020, and th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for empirical evid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1) 

Large companies a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in term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s for corporate commitm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1/2 of female directo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ve done better in term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an large 

companies; a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corporate commit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m. Such findings are rich in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ganizational Size, Gender Structure of Directo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1. 前言 

1.1 研究動機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係公司邁向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的必要條件。公司

在追求永續發展的過程，除了專注於追求經濟永續外，

社會永續與環境永續也是公司不可忽視的視角。在全

球化的影響下，許多公司漸漸地開始重視起企業社會

責任。只不過，隨著人類生活型態的多元，大量製造、

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惡性循環，造成環境污染、資

源銳減，進而危及人類世代的永續發展(Tukker, 2004; 

Yunus, Moingeon, & Lehmann-Ortega, 2010; Bocken et 

al., 2014)。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因自然資源不豐，天然

災害頻繁，能源供給長期仰賴進口，對追求永續發展

而言，比其他國家更迫切，實踐社會責任更是責無旁

貸。如何在環境永續與經濟永續、環境永續與社會永

續、社會永續與經濟永續長間取得平衡？這是公司責

無旁貸的社會責任，亦是邁向公司永續發展的必要條

件。 

公司為社會組織的一環，公司從社會中得到了許

多益處，它應當向社會承擔一定的義務。這其中，替

股東賺錢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首要，也是經濟永續之根

本，但不是公司生存唯一的目標(Bocken et al., 2014)。

一個公司除了注重股東的權益外，必需同時關注員工、

顧客、社區以及所有與公司有關的個人或團體等利害

關係人(Freeman, 2010; Liu et al., 2019)。公司想要永續

發展，必需制定一個能符合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策略

(Olya et al., 2021)。特別是，在當今國際經濟和商業全

球化的形勢下，公司是否履行社會責任乃公司能否邁

向永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即使如此，越來越多的公司意識到，公司的社會

責任不僅涵蓋經濟責任，也包含環境責任。三者間是

相互關聯，勾稽在一起。然而，公司是否善盡社會責

任？企業社會責任的績效如何？從組織規模的觀點來

說，大公司社會知名度高，任何社會參與行為動見觀

瞻，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自然當仁不讓；另從董事會功

能的視角而論，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關鍵在於公司的

最高決策單位：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 (Hafsi & 

Turgut, 2013; Harjoto, Laksmana, & Lee, 2015)。董事會

職司公司發展方向策略的釐定，尤其是董事們的性別

結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關鍵究竟來自組織規模或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這是一個有趣的議題，亦正是

本研究主要的動因所在。 

1.2 研究問題 

如前一節所述，公司的經營以追求利害關係人的

利益為前提。依社會契約理論而言，所有公司的經營

應以不違背正義的原則，以滿足利害關係人的方式，

來 促 進 社 會 福 祉 (Donaldson & Dunfee, 1994; 

Madanaguli et al., 2021)。社會契約是一種心理契約，

它並沒有強制性。既然如此，公司何以要遵循社會契

約來履行社會責任呢？本研究認為善盡社會責任有助

於建立公司與利害關係人的信任與合作，促進公司邁

向永續發展；除此之外，公司善盡社會責任有助於減

少代理成本、交易成本，以及改善公司與其他組織間

的關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A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98%E5%B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1%A7%E5%A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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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上，台灣公司認知實踐社會責任不是一項負

擔，而可能帶來商機的觀念，並不普遍。何以如此？

Dyllick & Hockerts(2002)指出組織系絡因素可能是重

要的影響因素，諸如組織規模、組織年齡、組織文化、

組織能見度、董事會的組成、…等組織因素(Barako & 

Brown, 2008; Jiraporn & Withisuphakorn, 2015)。奠基

Dyllick & Hockerts 的觀點，上述各項組織因素當中，

組織規模會是其他組織因素的根源。比如說，隨著組

織規模的擴大，組織年齡通常比較長，組織文化的形

塑比較強，組織的能見度比較高，組織董事會成員的

組成也會比較完整。可見，組織規模可能是影響企業

社會責任實踐的重要關鍵之一。 

根據管理狡詰理論(managerial guile theory)，大公

司的利益相關者難以監督其管理者行為，其管理者通

常會基於自身利益才投入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即使如

此，坊間調查機構在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時，

何以大多以大型公司為討論的對象呢？本研究不禁提

問：大企業社會責任就真的做得比較好嗎？誠然，大

公司能見度高、資源豐富，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或許

比較游刃有餘；或許大公司董事會的決策功能比較具

體鮮明，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似已成為必要決策的依歸。

特別是，近年來，許多研究專注在討論董事會董事的

性別結構攸關董事會董事的決策方向(Flammer, 2015; 

Wang & Sarkis, 2017; Maqbool & Zameer, 2018; Flabbi 

et al., 2019)。 

許多理論也都傳達董事會的性別結構決定公司的

決策方向。比如說，代理理論指出董事會是所有者與

經營者間代理關係的主體，攸關公司經營決策的方向

與 品 質 (Core, Guay, & Rusticus, 2006; Hillman, 

Nicholson, & Shropshire, 2008)；人力資本理論傳達董

事會董事的性別異質，公司實踐社會責任的力度會愈

強(Harjoto, Laksmana, & Lee, 2015)。奠基於前面的討

論，組織規模與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皆攸關一家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但是，董事會職司企業發展的

方向，董事會的董事性別結構則是引導公司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的樞紐。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企業社會責任

三者間的關係，究竟為何？本研究認為，如果大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真的做得比較好，那麼公司董事會董事

性別結構扮演著主導公司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關鍵；

如果大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沒有做的比較好，那麼或許

可歸因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未引導公司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無論如何？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乃扮演組織規

模與企業社會責任間的調節角色。基於此，本研究主

要的研究問題有二：(1)大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真的做

的比較好嗎？(2)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會改變組織規模

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係嗎？ 

 

2. 文獻探討與假說建立 

2.1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最早追溯到 1889 年美國

鋼鐵公司創始人 Carnegie 發表在《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中的《Wealth》提出「公司主應將自己作為社

會共同利益的受託人，應秉持博愛精神、飲水思源的

態度投入慈善活動與公益行為，使社會富足」。而

Bowen 在《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

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明確定義，公司做出決策或

執行目標及願景時，有道德上的義務與責任，需符合

社會價值觀(Bowen, 1953)。 

隨著時代的變遷，更多人深入探討企業社會責任，

Elkington(1997)進一步提出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 

TBL)的概念，包含財務底線(financial bottom line)、環

境底線(environmental bottom line)以及社會底線(social 

bottom line)。之後，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GRI)及美國道瓊永續指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也提出此概念，公司能

長盛不衰，不只是單純的追求盈利最大化，更重要是

落實財務、環境、社會三者並重。 

Porter & Kramer(2002)曾提出企業社會責任與經

營策略進行整合是公司未來競爭優勢的來源。公司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等同於向社會宣告公司重視永續經

營，其反映公司產品與服務是可信賴且具有品質，使

消費者產生認同感，間接提高該公司商譽，塑造良好

的公司形象，消費者購買意願提升，其市場佔有率提

升，營運績效提高。越來越多投資人選擇重視企業社

會責任之公司投資，促進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供應鏈

管理之需求和符合國際規範間接樹立了與競爭者之間

的差異(Boehe & Cruz, 2010; De Colle, Henri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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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svathy, 2014)。市場環境瞬息萬變、消費者消費型

態及需求不斷改變、科技技術持續進步，公司為符合

企業社會責任的服務及產品，考量環境永續等環保議

題，減少汙染、研發綠能產品、開發替代能源，成為

創新開發的動機，企業社會責任與研發、創新具有高

度正向關係 (McWilliams & Siegel, 2000; De Colle, 

Henriques, & Sarasvathy, 2014; Prasad, Mishra, & Bapat, 

2019)。 

    公司在追求永續發展的過程，除了專注於追求經

濟永續外，社會永續與環境永續也是公司不可忽視的

視角。過去討論 CSR 的相關議題，絕大多數的文獻圍

繞在經濟、社會與環境這三個向度。本研究在 CSR 實

證的操作上，依「天下企業公民 Top100」的歸類，其

由公司治理、社會參與、企業承諾與環境永續等四個

變項建構而成。本質上，本研究認為公司治理歸屬於

經濟永續項下、社會參與與企業承諾歸屬社會永續項

下，環境永續則單獨一項。 

2.2 組織規模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係 

組織規模會影響組織結構的設計。規模較大的公

司各部門的功能與權責，劃分比較清楚；規模較大的

公司，擁有的資源及資訊相對較多(Dyer & Whetten, 

2006; Brammer & Millington, 2006; Reverte, 2009)；規

模較大的公司，能見度較高，需要承擔較高的政治成

本，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與投入也會比較高(Ketola, 

Blombäck, & Wigren, 2009)；規模大的公司，品牌、聲

譽、形象等無形資產比較高，會比較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投入後的價值。規模大的公司，在各司其職的基礎

上，組織結構比較專精化，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工

作大多交由公關部門負責(Delmas & Toffel, 2008)，如

中華電訊、南亞科技、…等皆是。 

從管家理論(stewardship theory)的觀點來說，規模

大的公司，資源比較豐富，會比較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的實踐。從自利主義(egoism)的觀點而論，中小公司因

資源比較不豐富，在求生存的利己驅力下，相較於大

公司、跨國公司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意願，相對來得

低(Wahn et al., 2002)。從社會心理契約理論的視角來

說，規模大的公司會有一種使命感，自覺對企業社會

責任是責無旁貸的，自身應起示範帶頭作用來履行企

業社會責任。相較於規模大的公司，中小公司資源相

形見絀，較難將企業社會責任整合至日常的活動中，

缺乏對企業社會責任正向回報的信心。 

本研究討論的企業社會責任涵蓋四個構面：公司

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及環境永續。接著，將

逐一討論組織規模與它們之間的關係。 

2.2.1 組織規模與公司治理的關係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概念從 1930 年

代起就開始被討論。公司治理有二層意義：狭義的公

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

監督與制衡機制；廣義的公司治理則是通過一套包括

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

與所有利害關係人（股東、債權人、供應者、雇員、

政府、社區）之間的利益關系。良好的公司治理應係

董事會與管理階層在兼顧利害關係人利益的基礎上來

提供有效的監督機制，以協助公司管理運作，達成公

司營運目標。 1999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發布的公司治理機制，被各界公認為良好公司

治理的國際基準。2004 年，OECD 進一步提出確立有

效公司治理架構之基礎、資訊揭露和透明、公允對待

所有的利害關係人、明定董事會責任、…等原則，提

供公司建立一個健全公司治理運作的參考。2015 年最

新修定，新增主張強化機構投資人的角色、加強防範

內線交易等原則。 

公司治理是指導及管理公司的機制。1997 年，全

球金融風暴後，公司體認落實公司治理是督促公司良

善經營，維護利害關係人權益的基石。職是之故，在

台灣，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等單位陸

續推動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的制度，制定「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2013 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於公布「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深根公司治理；

2018 年，發布新版公司治理藍圖，透過深化公司治理

文化、發揮董事會職能、提升資訊揭露品質、促進股

東行動主義以及強化法令規章等面向，鼓勵公司及投

資者自發性重視公司治理。本研究認為前述各項公司

治理規範的精進與落實，繫於組織規模之大小。本質

上，組織規模大的公司，理性－法律的科層官僚制具

有治理的技術優越性與不可或缺性。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B%84%E7%BB%87%E7%BB%93%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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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機制是否落實決定於組織結構的設計。組織

規模愈大，組織科層現象愈明顯，衍生出的代理關係

愈普遍。當公司所有權人決定將經營權授權於代理人，

代理關係也就產生。代理關係會隨著公司組織結構的

科層化，向下授權。基於代理人與所有權人間目標可

能不一致，避免發生代理人問題，組織規模大的公司，

公司治理結構通常愈嚴密，愈會規範組織內各單位間

權力的分配與制衡。除此之外，組織規模大的公司，

通常會善用股票報酬制度(stock-base compensation)，

將代理人薪資與股票綁在一起，或是用股票作為代理

人的薪水，當代理人變成股東時，就比較會站在股東

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經營公司。故而，組織規模大的

公司相較於小公司更會僱用專業代理人，管控公司可

能發生不當操控的弊端，落實公司治理機制。 

代理理論建立在對代理人行為的假設基礎之上，

認為人都是理性的自利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為彌補

代理理論在公司治理實踐中可能發生的失靈，管家理

論從組織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認為代理人即使知道自

己沒有股權，但透過雇佣關係和薪酬計劃，自己的未

來與公司、股東緊密聯繫在一起。管家理論認為經理

人並不是機會主義的偷懶者，對自身尊嚴、信仰、以

及內在工作滿足的追求，會促使他們努力經營公司，

成為公司資產的「管家」。因此，在公司治理機制的

運作上，代理人的安排上不應該僅僅依賴監督和物質

激勵，更應通過充分授權、協調和精神激勵，發展一

種相互合作、完全信任的管家關係。 

如前面幾段的討論，本研究認為相較於中小型公

司，大公司在代理人與管家二種角色扮演的機制會更

臻完善，公司治理通常會做得比較好。除此之外，大

公司能見度高，資訊傳播的影響力高，通常為了公司

的品牌形象，願意從事自願性資訊披露的程度也會越

高。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說 1： 

H1：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做得

比較好。 

2.2.2 組織規模與企業承諾的關係 

企業承諾是企業公民理念的核心作為。「企業承

諾」指公司要善待員工、上下游供應商、與客戶，回

應他們的需求。在善待員工方面，公司要創造幸福職

場，讓員工獲得妥善的照顧與成長機會，建立健康安

全與平等之職場環境，注重員工培育與人力發展。除

此之外，在福利制度方面，讓員工獲得良好的照顧與

成長的機會，採行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s)，透過系統作業建置提供專業服務，

使員工能以健康身心投入工作 (Pérez-Aranda & 

Boronat-Navarro, 2022)。 

在上下游供應商方面，公司應該要對上下游的合

作廠商發揮正向的影響力(Inayatullah & Singh, 2015)。

例如，蘋果電腦自訂「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與供

應商合作，協助供應商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能力，不願

意或無法改進之供應商，將面臨被蘋果從供應鏈中刪

除的風險；友達光電與環保部門輔導供應商從設計、

原料生產、組裝到包材，都必須符合環保節能減廢的

要求，宣導有害物質限用指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RoHS)；Nike 要求代工廠保障勞工

權益，成立專責監督供應商之單位，不定期調查應商

工廠與勞工狀況。 

在客戶方面，公司必須對客戶提出品質良好的產

品或服務。比如說，國際大廠對台灣公司所提供的產

品或服務，要求符合環保的規範，許多台灣公司也都

開始針對其供應商，提出遵守永續經營規範的要求。

上述企業承諾的各項作為更需內化為公司文化的核心

精神，致力於承諾持續強化與利害關係人的各項權利，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本研究認為公司無論是對員工的承諾、供應商的

承諾、或客戶的承諾，相較於中小型公司來說，大型

公司擁有足夠的技術能力和資源來經營與利害關係人

的關係(Fulop, Hisrich, & Szegedi, 2000; Wagner, Fillis, 

& Johansson, 2003; Fawcett et al., 2009)。另有研究指出

大型公司有更多的資源來對利害關係人實踐企業承諾

(Gao, Heravi, & Xiao, 2005; Wu & Cavusgil, 2006)。除

此之外，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永續

發展協會於 2003 年以「OECD 多國公司指導綱領」計

畫為基礎，向台灣 500 大和上市/櫃公司進行企業社會

責任認知與重要性調查發現，將近九成的公司執行長

最關注對員工權益保護的承諾與勞資關係的經營。由

此可見，公司規模大小與企業承諾兩者間的關係密切。

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說2：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B%84%E7%BB%87%E7%A4%BE%E4%BC%9A%E5%AD%A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82%A1%E6%9D%83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9B%87%E4%BD%A3%E5%85%B3%E7%B3%BB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96%AA%E9%85%AC%E8%AE%A1%E5%88%92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82%A1%E4%B8%9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89%A9%E8%B4%A8%E6%BF%80%E5%8A%B1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89%A9%E8%B4%A8%E6%BF%80%E5%8A%B1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8E%88%E6%9D%83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D%8F%E8%B0%83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2%BE%E7%A5%9E%E6%BF%80%E5%8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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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司在企業承諾方面做得

比較好。 

2.2.3 組織規模與社會參與的關係 

社會參與泛指維持社會聯繫和參與社會活動。社

會參與為公司自發性貢獻己力，參與社區工作、投入

社會運作，與社會成員互動，增進公司自身成長以達

到自我實現(Thompson, 2006)。良好的社會參與會使大

眾產生情感的連結，從而增進自身內涵，強化公司塑

造其價值觀 (Seifert et al., 2003; Van Haastrecht & 

Amiabel, 2010)。從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觀點探討，大量的社會交換會形成社會關係，

公司需要參與社會活動，融入社會，達到共享的公司

精神(Hammer et al., 2009; Raza et al., 2021)。 

社會參與是公司投入社會責任最容易切入的面向。

公司積極扮演社會成長的輔助與正面力量，其深度的

社區參與已成為現今趨勢，公司必須擁有長期的策略

計畫，回應社區需求。例如，創建基金會，投身公益

慈善活動，擁抱偏鄉，關懷及協助弱勢族群；擴大敦

親睦鄰，強化社區附近環境維護，妥善與居民溝通並

給予協助，投入地方村民活動；落實人才培育計畫，

以深耕校園及產學合作的方式進行新秀培育；參與政

府宣導之產業關鍵議題，積極貢獻其影響力。 

公司社會參與的影響力決定於「深、廣、高。」

（天下雜誌，2017）。「深」意旨其社會參與專案之

深度、投入時間之長度；「廣」意旨其專案影響之人

數、受惠範圍；「高」則是注重與時俱進。研究指出

組織年齡與社會參與呈正向顯著關係 (Jiraporn & 

Withisuphakorn, 2015)。組織規模較大之公司投入社會

參與的時間，通常較規模小的公司久，社會參與的活

動也較為大型，受益人數、範圍也較廣。以台塑公司

為例，從 1960 年起捐助金額至今已累計至新台幣

554.2 億元，其範圍包含教育、醫療、弱勢團體關懷等。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

司組織生命週期大多處於成熟期，該階段資源豐富，

公司業務穩定、制度完善，有更多資源可投注於社會

的各項活動，而備受敬重(Bowen, 2000; Orlitzky, 2001; 

Kojima et al., 2012)。另者，大公司可能更深切體悟企

業永續經營的基石是要與社會更緊密的結合；公司除

了直接以專案贊助和公共捐款參與社會公益外，更鼓

勵員工實際的參與。故而，本研究提出假說 3： 

H3：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司在社會參與方面做得

比較好。 

2.2.4 組織規模與環境永續的關係 

永續(sustainability)一詞起源於 1980 年國際自然

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當年，IUCN 於世界野生

動物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支持下，

將“永續”的概念明載於世界自然保護大綱(the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

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將

永續發展定義為滿足當代人需求的同時，但不危害後

代子孫滿足其需求的發展。 

1992 年，台灣為因應各項國際公約對永續發展的

要求，成立「行政院對外工作會報全球環境變遷工作

小組。」1997 年，「全球環境變遷工作小組」擴編為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引領全球環境變遷

與永續發展工作邁入新的里程碑，體認與環境共存、

共榮的價值。為因應地球資源耗竭，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效法各國倡導 “循環經濟”作為其環境施政的重要

方向。之後，陸陸續續學習日本、荷蘭推行循環經濟

的成果，訂定資源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實踐循環經

濟政策與行動等。 

為迎頭趕上環境永續的浪潮，善盡世界公民的責

任，台灣政府訂定相關規範責成各行各業盡責防止污

染物排放或減少環境污染物，來維持環境質量的任何

活動。諸如，金融業透過發行綠色債券、不投資會破

壞環境等專案；零售業透過減塑、節能等，提出對環

境友善作法；媒體業發揮其影響力，宣導環境永續相

關法規、活動等。對員工職場環境負責，強化職場安

全管理；對社區環境負責，掌握其生態環境、評估危

害因子暴露之情況，落實空氣汙染防制法、水汙染防

治法等；對股東、政府負責，公開其空氣品質監測網

等環評資訊；對供應商負責，積極拓展其綠色供應商，

選購符合節能標章、綠建材標章等產品，促進其供應

商共同關注環境永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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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所述的各項作為，本研究認為規模大的公司

在資源相對豐富的情況下，或許較易配合。以往，許

多文獻亦多支持這樣的看法。比如說，規模大的公司

普遍認為肩負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 (Mazurkiewicz, 

2004; Etzion, 2007)；規模大的公司比較在乎因違反環

境保護，被揭露或罰款，會影響品牌與知名度，進而

影響經濟收益(Hendry, 2006)；規模大的公司通常比較

擔心與不符合環境永續規範的汙名，損害其公司聲譽

與經濟損失，遠遠超出潛在的法律懲罰(Jiang & Bansal, 

2003; Gunningham et al., 2005)；相對於中小公司，大

公司需要對更多的利益相關者負責，對社會與環境保

護有更多的關注(Phillips, 2003)。特別是，在歐洲，大

型公司更會落實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回收、利用的效

率，建立比中小公司對環境友善更好的綠色管理體系

(Wang, Zhang, & Goh, 2018)。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

說 4： 

H4：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司在環境永續方面做得

比較好。 

2.3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 

   係 

2.3.1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 

董事會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關鍵參與者(Mallin & 

Michelon, 2011)。董事會負責公司或公司的業務經營

活動的指揮與管理。董事會乃確保利益相關者權益的

決策機構 (Carpenter, Geletkanycz, & Sanders, 2004; 

Prado-Lorenzo & Garcia-Sanchez, 2010; Frias‐Aceituno, 

Rodriguez‐Ariza, & Garcia‐Sanchez, 2013)。公司可透過

董事會創建委員會或指定其專人負責企業社會責任，

表明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和參與(Amran, Lee, & 

Devi, 2014; Cossin & Metayer, 2015)。 

董事會是由全體董事組成的業務執行機關。有研

究指出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愈異質，其擬定決策和實

施策略的方針會更具創新性 (Van & Ingley, 2003; 

Harjoto, Laksmana, & Lee, 2015)；更有研究發現董事會

董事性別結構愈異質，公司的市場價值會增加，會更

吸引投資者的注目，促使公司整體績效提升(Robinson 

& Dechant, 1997; Bear, Rahman, & Post, 2010; Joecks, 

Pull, & Vetter, 2013)。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的重要性，

可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的調查，台灣公開發行公司董事女性董事（含

獨立董事）2,396 人（占 13.72％），較男性董事（含

獨立董事）15,072 人（占 86.28％）明顯少很多。 

2.3.2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公司治 

    理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關係著公司治理完善的程度

(Hillman & Dalziel, 2003; Shaukat, Qiu, & Trojanowski, 

2016)。女性董事人數的增加可以實現更好的公司治理

(Bernardi, Bean, & Weippert, 2002)。女性董事為優秀的

監督者，可以彌補外部治理的缺陷，女性董事在管理

監督和薪酬政策中有著重要作用，從而影響了公司治

理體系(Pucheta, Bel, & Olcina, 2017)。董事會的女性比

例愈高，愈能降低欺詐性的財務報告(Nadeem, Zaman, 

& Saleem, 2017; Harakeh, Gammal, & Matar, 2019)。董

事會的女性比例越高，特別是比例達到三人或三人以

上，大幅提高公司自願性揭露的程度(Barako & Brown, 

2008; Frias‐Aceituno, Rodriguez‐Ariza, & Garcia‐

Sanchez, 2013)。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

的公司，如果女性董事比例愈高，IPO 會更加成功

(Kang, Cheng, & Gray, 2007)。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與制衡

機制。如前段所述，許多研究皆顯示女性董事在董事

會內無論是監督、決策參與或與外部環境的溝通協調，

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這樣的基礎上，結合假說 1：

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做得比較

好的情況下，本研究認為：相較於組織規模大且女性

董事的比例低的公司，如果組織規模大且女性董事的

比例高的公司，公司治理應該會做得更好。基於此，

本研究提出假說 5： 

H5：董事會董事女性比例愈高，愈會強化組織規模與公司治

理的正向關係。  

2.3.3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企業承 

諾 

性別在道德行為上存有差異。許多研究發現董事

性別多元，比較關心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Carter, 

Simkins, & Simpson 2003; Adams & Ferreira, 2009)；女

性董事會比較遵守社會道德標準 (Bear, Rahman, & 

Post, 2010; Srinidhi, Gul, & Tsui, 2011; Isidro & Sobral, 

2015)；相較於男性董事，女性董事對利害關係人傾向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91%A3%E4%B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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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立更多的承諾(Gul, Hutchinson, & Lai, 2013)；從

社會心理學的視角來探討，董事會董事性別愈異質，

董事會決策討論的觀點會愈多元，討論議案的內容會

愈豐富 (Farrell & Hersch, 2005)。更有研究指出，女性

董事比男性董事更開放性的聽取其他發言者的意見，

她們更熱衷於兌現與各利害關係人有關的企業承諾

(Bear, Rahman, & Post, 2010)。 

企業承諾是實踐企業公民理念的核心作為(Hu, 

Liu, & Zhang, 2020)。如前段所述，許多研究顯示女性

董事在董事會內無論是培育照顧員工、投入創新研發、

供應鏈管理責任、以及對消費者的承諾，明顯較男性

董事積極(Hafsi & Turgut, 2013; Adams, 2015)。在這樣

的基礎上，結合假說 2：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司在

企業承諾方面做得比較好的情況下，本研究認為：相

較於組織規模大且女性董事的比例低的公司，如果組

織規模大且女性董事的比例高的公司，企業承諾應該

會做得更好。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說 6： 

H6：董事會董事女性比例愈高，愈會強化組織規模與企業承

諾的正向關係。  

2.3.4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社會參 

與 

相較於男性，女性的社會參與度較高。比如說，

女性比男性仁慈、有較多同理心、更多道德導向的行

為，熱情於社會參與的各項活動(Ross & Robertson, 

2003; Williams, 2003; Jia & Zhang, 2013)；有研究指出

女性管理者比較熱衷慈善事業的參與(Bear, Rahman, 

& Post, 2010; Jia & Zhang, 2012; Jia & Zhang, 2013)。

Reiber & Garcia(2010)研究發現董事會性別結構愈異

質，公司對於社會的貢獻程度愈高，公司擴大社會參

與的活動愈廣。另有研究指出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愈

異質，公司人力資本愈豐富，公司參與社會議題的意

願愈高，為邁向永續發展帶來更多的動力(Adams & 

Ferreira, 2009; Harjoto, Laksmana, & Lee, 2015)。 

社會參與是企業社會責任比較容易切入的面向。

如前段所述，從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的觀點來說，女性董事在董事會內對於促進公司

與社區鄰里關係、維護社區生態環境、贊助地方藝文

活動、推動社區營造工作、縮減城鄉生活水準差距等

社會參與面向的涉入，較男性董事積極(Hafsi & Turgut, 

2013; Adams, 2015)。在這樣的立論基礎，結合假說 3：

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司在公司參與方面做得比較

好的情況下，本研究認為：相較於組織規模大且女性

董事的比例低的公司，如果組織規模大且女性董事的

比例高的公司，社會參與會做得更好。基於此，本研

究提出假說 7： 

H7：董事會董事女性比例愈高，愈會強化組織規模與社會參

與的正向關係。 

2.3.5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環境永 

續 

環境保護，男女平等。有趣的是，許多研究發現

女性比男性更關心環保議題。比如說，女性董事相較

於男性董事，更致力於推動環境永續的問題

(Wehrmeyer & McNeil, 2000; Webb, 2004; Bear, 

Rahman, & Post, 2010)；女性董事較多的公司，年度報

告中揭露氣候變遷相關風險的資訊較多(Fukukawa, 

Shafer & Lee, 2007; Liao et al., 2015)；相對於男性董事，

女性董事明顯支持公司推廣綠色友善產品，提倡節能

減碳風氣，要求高質量的公司永續發展相關報告並定

期追蹤成效(Adams & Ferreira, 2009; Taticchi, Tonelli, 

& Pasqualino, 2013)。資源依賴理論專注於與外在環境

連結的討論。有研究亦指出董事會性別結構愈異質，

其對於環境永續實施策略的方針會更具實踐性(Van & 

Ingley, 2003; Farrell & Hersch, 2005)。另有研究指出董

事會性別結構的異質性不僅關係著環境永續的程度，

愈能反映公司本身的價值，擴大整體社會影響的層面

(Hillman, Cannella & Harris, 2002; Farrell & Hersch, 

2005)。 

環境永續已成為地球公民最重要的議題。從資源

依賴理論的視角言之，公司的生存需要從周圍環境中

吸取資源，需要與周圍環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才能

達到追求永續發展的目的(Pham et al., 2018; Shah et al., 

2021)。誠如前段所述，許多研究皆支持董事會董事性

別結構愈異質，公司內部所擬定的環保規章和實行細

則會更完善，響應環境永續和朝低碳公司邁進的程度

愈明顯 (Diamantopoulos et al., 2003; Tukker, 2004; 

Favier, Amar, & Roqueplo, 2015)。在這樣的演繹邏輯，

配合假說 4：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司在環境永續

方面做得比較好的情況下，本研究認為：相較於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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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大且女性董事的比例低的公司，如果組織規模大

且女性董事的比例高的公司，環境永續會做得更好。

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說 8： 

H8：董事會董事女性比例愈高，愈會強化組織規模與環境永

續的正向關係。 

 

參、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如 1.2 節所揭櫫的研究提問：大公司的社會責任

會做得比較好嗎？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會是其企業社

會責任做得比較好的關鍵？為釐清個中關係，本研究

經過相關文獻的探討，並提出 8 項研究假說。假說中，

組織規模是解釋變項，企業社會責任構面中的公司治

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和環境永續等四個變項為被

解釋變項，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為調節變項。各變項

間的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主要來自天下雜誌 2015-2020 年「天

下企業公民 TOP100」的公司。此其中，區分為四類：

(1)年營收超過一百億元以上之「大型企業」50 家；(2)

年營收一百億元以下且五十億元(含)之「中堅企業」15

家；(3)年營收低於五十億元以下之「小巨人企業」20

家；(4)「外商企業」15 家。大公司能見度高，董事會

功能完備，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當仁不讓；中小公司所

有權與經營權集中，決策速度快，且大多為家族公司，

發跡於居住地，人親土親，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不落人

後。 

本研究對象含括「天下企業公民 TOP100」的中小

型公司與大型公司，外商公司不在本研究討論的範圍。

以往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的討論，大多以大公司為

對象。這或許是因為大公司為社會焦點，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已成為它的基本盤；或許大公司之利害關係人

較多，企業社會責任乃應該做，也必須做的範疇。但

是，經濟部「2019 年中小公司白皮書」中揭櫫：台灣

2018 年中小公司佔全國公司 97.64%，無論在進出口、

提供就業的比重，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功不可沒。本

研究認為他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與實踐，不亞於

大型公司。至於，外商公司由於公司治理有其特定的

規範，無法與台灣的中小公司或大型公司做客觀的比

較，且「天下企業公民 TOP100」原始資料庫中，外商

公司在公司治理這塊亦無予以評分。故而，本研究對

象排除外商公司。 

3.3 資料來源 

研究資料來自「天下雜誌企業公民調查」與「台

灣經濟新報」二資料庫。 

3.3.1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調查 

調查年份為 2015 至 2020 年。1994 年，《天下雜

誌》開始提倡「企業公民」理念，將其理念加入「標

竿公司」評比。2007 年，獨立設立為「企業公民獎」，

評比出「天下企業公民 TOP 50」。2015 年，擴大範圍

評選出「天下企業公民 TOP 100」，並增設「中堅企

業組」與「小巨人組」，邀請撐起台灣經濟半邊天的

中小公司共襄盛舉。天下雜誌企業公民調查中心認為

社會對公司的期望已從原本單純的利益最大化提升為

負責任的公民。領導級的公司不僅是商業的領導，更

是社會重要的推手。實踐作法不只是單純的公益活動

更進階為以各形式充滿於社會中，融合公司核心能力，

成為公司成長的關鍵指標。故而，「天下企業公民獎」

不只是獎項，亦是一項新運動，更是改變台灣未來的

力量。本研究探討的企業社會責任植基於環境永續與

經濟永續、環境永續與社會永續、社會永續與經濟永

續間取得平衡。 

「天下企業公民獎」遵循經濟、環境與社會的三

重底線，對應 ESG 原則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公司治理 

企業承諾 

社會參與 

環境永續 

組織規模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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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governance, ESG)外，增加了對員工、顧客照

顧的「企業承諾」這一變項。故而，本研究所稱的企

業社會責任共包括「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

會參與」與「環境永續」等四個變項。這四個變項分

別對應不同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公司治理」對股東；

「企業承諾」對員工、上下游供應商、與客戶；「社

會參與」對社區、社會成員；「環境永續」對環境。 

3.3.2 經濟新報 

1990 年，台灣經濟新報（TEJ）成立。它以前瞻

的眼光投入金融財經資料庫的建立，專門提供證券金

融市場基本分析所需的資訊。目前，TEJ 為國內最大、

最詳實的金融財經資料庫。它包含各公司的營運資訊、

財務資訊、證卷金融市場資訊、總經及商品原物料資

訊，並提供經濟分析、模型設計與資料庫構建方面的

諮詢服務。本研究所需的變項除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公

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與環境永續等四個變項

外，其他變項則來自經濟新報相關變項的轉換。比如

說，組織規模、組織年齡、公司能見度、產業別、董

事會董事性別結構等資料則來自「台灣經濟新報」資

料庫。 

3.4 研究變項 

3.4.1 組織規模 

    組織規模是本研究主要的解釋變項，它是依據「天

下 CSR 企業公民獎」調查的分類，區分為「年營收超

過 100 億元(含)以上的大型企業」與「年營收不超過

100 億元的中小型企業」這二類型。實證上，屬大型公

司者編碼值為 1，屬中小型公司者編碼值為 0。 

3.4.2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是被解釋變項。天下企業公民調查

將企業社會責任構面區分為「公司治理」、「企業承

諾」、「社會參與」與「環境永續」等四個變項。底

下將分別說明其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1) 公司治理 

天下企業公民調查所稱的公司治理構面可區分為

董事會結構與運作、資訊透明度、自律程度、形成文

化、外部連結等小項。調查過程中關心的議題：如董

事會結構與運作為是否發揮制衡性及獨立董事功能性？

資訊透明度為公司之揭露精神，裁罰過後是否改善並

積極強化補強措施？自律程度為是否自律的遵循法規、

提升其公司辦法制定且逐一落實，讓其公司持續精進？

形成文化為公司主動並領先法遵，帶領員工共同完善

其公司治理？外部連結則為是否參與其社會公司治理

評鑑及是否入選道瓊永續指數？實證上，依據天下

CSR 公司指數所給予的權重操作之，權重值為 1-10。 

(2) 企業承諾 

天下企業公民調查所稱的企業承諾內含人才培育

程度、打造幸福職場、聆聽政策、供應鏈管理等。舉

例來說，公司是否重視人才培育，提高公司內、外部

訓練的投入程度與範圍？公司是否打造幸福職場，落

實員工協助方案、福利與補助？公司是否定期重新檢

討目前專案是否合宜，藉由員工滿意度調查、勞資協

商、意見蒐集進行檢視？公司是否落實供應鏈管理，

互相砥礪並共同督促成長？實證上，依據天下 CSR 公

司指數所給予的權重操作之，權重值為 1-10。 

(3) 社會參與 

天下企業公民調查所稱的社會參與構面包括長期

且持續投入、CSR 氛圍、制定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並追蹤後續效益、專案與

經營本業的連結等方面。比如說，公司是否長期且持

續投入為積極推動並實踐社會專案？公司是否為提升

CSR 氛圍而鼓勵員工投入，並推出相關獎勵措施？公

司是否制定關鍵績效指標並追蹤後續效益為利用公益

投資社會報酬分析(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計算出公益專案所產生的影響力與社會價值？公司是

否與供應商、客戶共同合作，以發揚本業產品與服務

呢？實證上，依據天下 CSR 公司指數所給予的權重操

作之，權重值為 1-10。 

(4) 環境永續 

環境永續是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地球公民最重要

的議題之一。環境永續的實踐不能僅止於隨身關燈、

節約用水等作為，必須進一步思考及提出環保與能源

管理上的具體目標及做法。天下企業公民調查中環境

永續主要包括制定環境和能源之具體管理目標，定期

追蹤成效、永續精進措施、與經營日常結合、擴大影

響層面的連結等方面。實證上，依據天下 CSR 公司指

數所給予的權重操作之，權重值為 1-10。 

3.4.3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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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是本研究的調節變項。本研

究在實證過程是這樣操作的：如果女性董事比率超過

1/2，則予以編碼值 1，否則為 0。 

3.4.4 控制變項 

(1) 組織年齡 

新組織是不利生存的。從年齡依存性主張來說，

組織創建之初，資源相對貧乏，組織會以追求生存為

首要目標。伴隨組織年齡增長，經營績效相對穩定

(Coad, Segarra, & Teruel, 2013)。這個時候，公司通常

會比較關心社會相關議題。另者，2002 年，歐洲中小

型公司與社會和環境責任報告書中提到，營運超過五

年的公司，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意願有增強的趨勢。

故而，為能求得組織規模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淨影響，

實證上，本研究將組織年齡列為控制變項。為降低組

織年齡離散度高；同樣地，操作上，會對其取自然對

數，以降低其變異的範圍。 

(2) 產業別 

不同的產業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程度是有別

的。比如說，製造業常因生產過程排放廢水、廢氣，

會受到比較多的規範，進而可能比較關心企業社會責

任的相關課題。Fisman, Heal, & Nair(2006)指出比較競

爭性產業較容易被媒體注意，其曝光率較高，通常所

屬的公司會更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本研究將產業別列

為控制變項，避免干擾組織規模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

係。實證上，將其區分為科技資訊業、傳統製造業、

金融服務業等三類。它是屬於名目尺度變項，初次資

料整理時分別予以 1, 2, 3 的編碼值，實證時，則分別

轉換為(1, 0 ,0)、(0, 1 ,0)、(0, 0 ,1)來進行操作。 

(3) 公司能見度 

公司能見度攸關公司品牌、形象。Brammer & 

Millington(2006)發現公司能見度與企業社會責任呈正

向關係，公司能見度越高，其品牌知名度也相對高，

進而影響品牌形象。為避免干擾本研究的實證結果，

操作上亦將公司能見度列為控制變項。實證上，判斷

其是否歸屬台灣資本市場 0050 成分股？如果是，編碼

值為 1；否則，編碼值為 0。 

(4) 員工人數 

由於本研究樣本各家企業員工人數差距懸殊，各

樣本點的離散度高，為避免干擾本研究的實證結果，

操作上會對其取自然對數，以降低其變異的範圍。 

    上述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各控制變項所需的操

作數據，主要來自各個案公司所發布的 CSR 報告書為

主，若部分資料揭露不完整，則輔以企業年報、官網、

台灣經濟新報 TEJ (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與公開

資訊觀測站上之公開資料。由於「天下企業公民

TOP100」的企業均為參與遴選並成績卓越的企業，各

項數據的呈現均公開透明。研究的過程，即使遇到部

分數據遺漏或需要查證，打電話求證，各家公司都會

熱心的解釋且提供相關資訊，俾利研究的進行。 

3.5 資料分析方法 

    由於本研究依變項為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

參與與環境永續等四個變項，所以應用多元迴歸分析

模型來進行實證。統計軟體則採 SPSS.25 版來進行。 

 

4. 分析與討論 

4.1 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的組成係 2015 至 2020 年名列「天下企

業公民 TOP100」的公司，內含大型公司與中小型公

司，外商公司除外，惟 2016 年中堅企業中有二家(台

北金融大樓、華城電機)公司並列第 15 名，所以最終

研究樣本為 N=510+1=511 家企業家次組成。由於

2015-2020 年這六年中，被遴選進入「天下企業公民

TOP100」的企業大多是重複的，所以本研究樣本屬於

一家多期的混和型的 pooled data 結構。這樣的資料結

構組成的研究樣本，不影響本研究想找的答案。底下

將分別描述研究樣本的結構。 

表 1 為樣本中各連續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最

大值、最小值。表中顯示：公司年齡平均數 33.43、標

準差 17.56。榮獲企業公民 TOP100 的公司年齡大多處

在組織穩定發展的階段。在員工人數方面，平均數

17405 人，標準差 92857。標準差礙於有些公司並無精

細計算台灣公司人數，是以整個集團總人數呈現，故

員工數差距甚大。在女性董事人數平均數僅 1.36 人，

女性董事比例平均數 0.14，顯現女性董事人數嚴重偏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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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為樣本中各類別變項的次數分佈情形。表中

顯示：本樣本的組成，屬於台灣 50 成分股的公司 73.6%；

所屬產業別方面，科技資訊業者 38%，傳統製造業者

25%，金融服務業 37%等三類；組織規模屬大型公司

者佔 58.7%，中小型公司佔 41.3%。 

 

表 3 為樣本中各連續變項間的相關係數。本研究

採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以探究各變數間是否

存在顯著相關。表中顯示：「董事會女性比例」和「公

司治理」呈現顯著負相關(β=-0.13, P<0.05)，和「環境

永續」呈現顯著負相關(β=-0.14, P<0.05)。 

 

4.2 基礎模型 

基礎模型係將公司能見度、產業別、公司年齡、

員工人數、董事會女性董事比率作為控制變項，來分

別對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與環境永續等企

業社會責任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如表4所示。

表中顯示，在公司能見度方面，相較於非台灣 50 成分

股的公司，屬於台灣 50 成分股的公司，無論在公司治

理(β=0.42, P<0.01)、企業承諾(β=0.35, P<0.01)、社會

參與(β=0.24, P<0.05)與環境永續(β=0.38, P<0.01)等對

CSR 的影響皆呈正向顯著的關係。這說明了當企業的

能見度高時，它會比較在乎公司的社會形象、公司的

品牌、公司的商譽，所以屬於台灣 50 成分股的公司，

它的 CSR 明顯做的比較好。 

在產業別方面，科技資訊業、傳統製造業或金融

服務業在公司治理、企業承諾與環境永續的表現皆未

達顯著水準；在社會參與的實踐上，科技資訊業的公

司對社會參與的社會責任，明顯低於傳統製造業及金

融服務業的公司(β=-0.16, P<0.05)。本研究認為或許是

因為科技資訊業比較專注於軟硬體的研發與製造，投

身公益慈善、回饋地方需求等「社會參與」的社會責

任行為，比較是單純一次性的金錢或物資捐贈，不若

傳統製造業或金融服務業能釐定更長期的策略，更深

耕於社會參與的各項事務。 

表 4 顯示：公司年齡對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

會參與與環境永續等社會責任的影響方面，皆呈現未

達顯著的水準。員工人數方面，除了對公司治理的影

響未達顯著水準外，對企業承諾(β=0.04, P<0.10)、社

會參與(β=0.07, P<0.01)、環境永續(β=0.07, P<0.01)等

社會責任的影響皆達正向的顯著水準。董事會董事女

性比例方面，公司治理與環境永續的影響未達顯著水

表 1 各連續變項敘述統計量 

變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公司年齡 33.43 17.56 119.00 4.00 

員工人數 17405.38 92857.41 1000000.00 36.00 

公司治理 7.89 1.27 9.75 3.90 

企業承諾 7.93 0.90 9.90 5.00 

社會參與 8.18 0.83 9.70 3.90 

環境永續 8.18 0.99 9.70 4.60 

註：N=511 

 

         表 2 各類別變項的次數統計 

   變 項        次數 % 

公司能見度   

  台灣 50 成分股    376 73.6 

  非台灣 50 成分股   135 26.4 

產業別   

  科技資訊業   194 38.0 

  傳統製造業   128 25.0 

  金融服務業   189 37.0 

組織規模   

  大型公司   300 58.7 

  中小型公司   211 41.3 

註：N=511 

 

 表 3 各連續變項間的相關係數 

變項 公司年齡 員工人數 公司治理 企業承諾 社會參與 環境永續 

公司年齡 1      

員工人數 0.06       1     

公司治理 -0.06 0.32***   1    

企業承諾 -0.04 0.26*** 0.54*** 1   

社會參與 -0.00 0.31*** 0.37*** 0.72*** 1  

環境永續 -0.01 0.35*** 0.48*** 0.58***   0.59*** 1 

註：N=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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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其對企業承諾(β=0.33, P<0.10)與社會參與(β=0.32, 

P<0.10)的影響，則呈現正向的顯著關係。本研究認為

或許是因為女性董事可以利用其自身特徵及人際關係

間接影響董事會對與上下游的承諾；女性董事因為其

天生上的差異，對於環保議題的關係與投入程度高於

男性董事。 

 

 

4.3 組織規模、董事會性別結構與企業社會責任 

4.3.1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公司治理 

(1) 組織規模對公司治理的主效果 

奠基於前一小節的基礎模型，本研究以中小型公

司做為比較的參考群，來對公司治理進行迴歸分析，

實證結果如表 5 所示。表中模型 1 顯示，在公司治理

方面，大型公司做比中小型公司好(β=0.31, P<0.01)。

這樣的結果，或許傳達了大型公司在有效發揮董事職

能、促進股東行動主義、提升資訊揭露品質、強化相

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深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文

化、外部連結等公司治理事項，做的比中小型公司來

得好。 

何以故？公司治理是指企業要以透明、公開、有

效率、遵守法規等做法來治理公司，並創造獲利，才

能讓企業健康永續地經營下去。在這樣的基礎上，本

研究認為大公司董事會的結構比較完整，功能比較具

體，運作的脈絡也都比較會遵循相關規定進行；大公

司董事會董事的專業背景、國籍、產業經歷的組成通

常比較多元；大公司通常都會選擇公開發行股票來籌

資，公司如果公開發行股票上市，則必須履行資訊充

分揭露，定期召開法人說明會等的義務；大公司通常

國際化程度高，為宣揚其公司聲譽，多半會主動參與

國內外公司治理評鑑。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假說 1

被支持：相較於中小型公司，大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

做得比較好。 

在研究樣本中發現，大型企業的台灣積體電路製

造股份有限公司於 2020 與 2019 年在公司治理方面獲

得高於 9.50 的高分（權重值為 1-10）。台灣證券交易

所連續 5 年獲選「公司治理評鑑」前 5%公司；連續 20

年獲選道瓊永續指數成分股，是全球唯一半導體企業。

台積公司以營運透明為標的，注重股東權益，並相信

優良公司治理的基礎是擁有健全及有效率之董事會。 

(2)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的調節效果 

奠基於基礎模型，在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方面，

本研究以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小於 1/2 做為比較的參

考群，來對公司治理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如表 5

中的模型 2 所示：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對公司治理的

影響未達顯著水準(β=0.09, P>0.10)。如表中模型 3 所

示：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大於 1/2 與組織規模的交互

作用，大型公司對公司治理的影響，亦未達顯著水準

(β=-0.56, P>0.10)。上述結果，推翻本研究假說 5：董

事會董事女性比例愈高，愈會強化組織規模與公司治

理的正向關係。 

表中模型 3 顯示：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組織規

模對公司治理的關係未達調節效果。或許是因為公司

治理是指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與義務的一種制度安排，

我國金管會已明訂相關公司治理的法規，相關審核機

制完善，不會因為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有所不同，而

是實踐公司治理的程度有所差異。比如說，公司法對

董事會相關運作有確切的準則；證券交易法對董事會、

審查委員會等有相關規範，強化董事會職能、結構與

運作；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對上市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不論是大型或是中

小型公司無不確實執行，維繫公司形象與聲譽。 

表 4 各控制變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多元迴歸 

研究變項            公司治理  企業承諾  社會參與   環境永續 

常數項        8.08*** 7.87*** 7.74***   7.55*** 

公司能見度     

  台灣 50 成分股   0.42*** 0.35*** 0.24*** 0.38*** 

  非台灣 50 成分股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產業別     

  科技資訊業 0.03 -0.01 -0.16** 0.03 

  傳統製造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金融服務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公司年齡 0.01 -0.02 0.01 -0.01 

員工人數 0.03 0.04* 0.07*** 0.07*** 

調整後判定係數 

(Adj. R2) 

0.18 0.11 0.13 0.16 

F 統計量     19.94*** 11.53*** 13.82***    17.22*** 

註：N=511;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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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企業承諾 

(1) 組織規模對企業承諾的主效果 

同樣地，奠基於 4.2 節的基礎模型，本研究以中

小型公司做為比較的參考群，來對企業承諾進行迴歸

分析，實證結果如表 6 所示。表中模型 1 顯示，在企

業承諾方面，大型公司未達到顯著效果 (β=0.12, 

P>0.10)。這樣的結果，推翻了本研究假說 2。 

企業承諾係指企業要善待員工、上下游供應商、

與客戶，回應他們的需求；企業承諾係要創造幸福職

場，讓員工獲得妥善的照顧與成長機會，也必須對客

戶提出品質良好的產品或服務。在這樣的前提下，本

研究發現：大型公司因為能見度高且公司資源多，對

於利害關係人會相對重視並付諸行動，比如說創立福

委會提升員工福利，新增科技轉型策略的培訓專案等，

打造幸福職場，從結婚生育、家庭照護、友善職場等

建立其制度；中小型公司資源雖不若大型公司豐富，

但企業承諾相關活動的推展相對的有彈性與速度，公

司相關福利或政策比較容易獲得員工的認同與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台灣永續獎（taiwa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wards, TCSA）得獎名單中發現，獲得殊

榮的中小企業有逐年增加的現象，特別是，企業承諾

這一塊。本研究認為中小型企業必須愈來愈重視員工

工作環境、學習成長機會、發展前景，以及工作尊嚴

和自主性等企業承諾事項。否則，在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方面，很難與大型公司競爭。 

在研究樣本中發現不論是大型或是中小型公司在

企業承諾方面有亮眼的表現。大型公司中的王品集團

在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特別提及「民以食為天，

食以安為先」，「餐點安全保障」為公司之重大性議

題。因應不同利害關係人給予不同承諾並維持良好的

互動，強調顧客是恩人：以「熱忱」的心『款待』顧

客，工良好的服務品質；同仁是家人：以「關懷」的

心『了解』同仁，建立強大使命感，為公司創造價值；

廠商是貴人：以「尊重」的心『面對』廠商，在互信

互賴的基礎上，共同成長，創造出共榮共富。獲得 1111

人力銀行舉辦「幸福企業大賞」連鎖餐飲前 10 名包含

王品集團名下五間公司。中小型公司中的安心食品服

務（摩斯漢堡）在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特別提及

服務楷模之員工，獎勵其優異員工。對於消費者承諾

的部分，安心食品服務落實「綠色三合一採購」政策，

結合「在地食材」、「生產履歷」、「契作農場」，

並主動將產品資訊透明公開至食材登錄平台，秉持對

其消費者的承諾。安心食品深信員工是企業最重要的

基石，唯有健康、快樂的員工，才能為公司帶來創造

力與競爭力。 

(2)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的調節效果 

同樣地，奠基於基礎模型，在董事會董事性別結

構方面，本研究以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小於 1/2 做為

比較的參考群，來對企業承諾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

果如表 6 中的模型 2 所示：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對企

業承諾的影響未達顯著水準(β=-0.06, P>0.10)。這說明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不具調節組織規模對企業承諾關

係的角色。進一步，從表中模型 3 顯現：相較於董事

會女性董事占比大於 1/2 的中小型公司，董事會女性

董事占比大於 1/2 的大型公司對企業承諾的影響，亦

未達顯著水準(β=-0.94, P>0.10)。上述結果，推翻本研

究假說 6：董事會董事女性比例愈高，愈會強化組織

規模與企業承諾的正向關係。 

表 5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公司治理的關係 

研究變項 
公司治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數項 8.38*** 8.09*** 8.73*** 

公司能見度    

  台灣 50 成分股 0.38*** 0.42*** 0.37*** 

  非台灣 50 成分股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產業別    

  科技資訊業 0.04 -0.03 0.03** 

  傳統製造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金融服務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公司年齡 0.01 -0.02 0.04 

員工人數 0.08 0.23 0.040 

組織規模    

  大型公司 0.31***  -0.34*** 

  中小型公司 參考群  參考群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0.09 0.20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參考群 參考群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與

大型公司的交互作用 

   

-0.56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與

中小型公司的交互作用 

   

參考群 

調整後判定係數(Adj. R2) 0.21 0.18 0.21** 

F 統計量 20.25*** 17.11*** 16.26*** 

註：N=511; *p<0.1, **p<0.05, ***p<0.01 

 



陳心田 陳羿廷 大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會做得比較好嗎？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的視角 

 

 93 明志學報第 51 卷 

表中模型 3 顯示：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組織規模對

企業承諾的關係未達調節效果。或許是因為企業承諾

的內涵：「企業應善盡對員工、顧客、環境、上下游

廠商、社區、合作夥伴等任何利益關係者的相關責任。」

不論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大型公司與中小型公司都

盡己所能的對利害關係人負責，差別為落實企業承諾

的方式有所不同。大型公司利用自身影響力，約束並

規範供應商遵循從業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持續進行

永續風險評估，影響關鍵供應商加入「負責任商業聯

盟」。許多中小公司默默執行 CSR 已久，不論是推行

員工綠化活動，亦利用自身產品或服務，來協助公益

推廣等企業承諾的範疇，皆表現出極佳的實踐性。

SMEs 行動力快，在競爭激烈環境，其永續策略大多數

聚焦在員工和當地社區上，充分展現出精確、直接卻

小而美的經濟效益。本質上，絕大多數的 SMEs 對於

永續通常都保持低調，尤其是植根於當地社區的中小

型家族公司，更是如此。SMEs 的董事會大多是家族成

員組成，董事們關切的是增加員工的忠誠度和承諾，

並促進與客戶和供應商的關係，來獲利利潤。 

4.3.3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社會參 

    與 

(1) 組織規模對社會參與的主效果 

同樣地，奠基於 4.2 節的基礎模型，本研究以中

小型公司做為比較的參考群，來對 CSR 中的社會參與

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如表 7 所示。表中模型 1 顯

示，在社會參與方面，大型公司未達到顯著效果 

(β=0.09, P>0.10)。這樣的結果，推翻了本研究假說 3。

本質上，大型公司受到社會大眾較多的關注，社會責

任名聲指數也越高，在 CSR 的實踐理應做得更好；但

是，中小型公司在執行社會參與的彈性大、速度快，

且比較從在地化深耕來參與社會大小事。故而，大型

公司與中小型公司在履行社會參與方面，各有各的立

基，比較沒有顯著的差異。 

 

在研究樣本中發現不論是大型公司與中小型公司

在社會參與方面都投入相當多的資源。中小型公司的

王道銀行秉持著「成就他人，便是圓滿自我」的理念

以及「利他圓己」的王道精神，發揮特長回饋社會，

透過多面向的實際行動支持及改善社會問題，例如與

社會企業於 2019 年舉辦小農市集、社企主題式團購、

採購社會企業商品以及推出「綠色消費力＠王道」專

案等，以額外加碼的現金回饋鼓勵消費者選擇購買社

會企業的友善商品，攜手消費者以實際行動支持社會

企業；推出「社會企業優惠活存利率專案」以及「社

會企業薪轉戶專屬優惠專案」，以多元的金融支持方

案協助社會企業的發展。大型公司的台新金控，秉持

「以人為本」的信念，展現金融產業的核心能力，攜

手利害關係人共同實踐社會參與的理念切入社會公益、

藝文推廣、體育推動與學術交流四大主軸。比如說，

激勵台新員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結合集團企業體之

人力資源，投入社會公益服務活動，特別制定《台新

金控志願服務作業要點》，並透過內部網路平台招募

志工；承襲推動公益善循環的體育推廣策略，盡力結

合體育與公益， 做到高度推廣、深度關懷的最高境界；

利用自身大型公司社會影響力，攜手員工、客戶、供

表 6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企業承諾的關係 

研究變項 
企業承諾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數項 7.98*** 7.87*** 8.18*** 

公司能見度    

  台灣 50 成分股 0.33*** 0.35*** 0.31*** 

  非台灣 50 成分股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產業別    

  科技資訊業 -0.00 -0.01 -0.01 

  傳統製造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金融服務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公司年齡 -0.00 -0.00 -0.00 

員工人數 0.01 0.04*** 0.00 

組織規模    

  大型公司 0.12  -0.18*** 

  中小型公司 參考群  參考群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0.06 0.22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參考群 參考群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與

大型公司的交互作用 

   

-0.94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與

中小型公司的交互作用 

   

參考群 

調整後判定係數(Adj. R2) 0.11 0.11 0.13** 

F 統計量 10.28*** 9.88*** 9.40*** 

註：N=511;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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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社區的參與，從志工服務、募集物資、物品捐

贈、專業技能等面向，讓利害關係人成為台新在公益

推動上的最佳夥伴，解決公益活動所需的資源與力量，

實踐社會影響極大化理念。 

 

(2)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的調節效果 

同樣地，奠基於基礎模型，在董事會董事性別結

構方面，本研究以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小於 1/2 做為

比較的參考群，來對社會參與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

果如表 7 中的模型 2 所示：當未納入組織規模變項討

論時，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對社會參與的影響未達顯

著水準(β=0.12, P>0.10)。有趣的是，當考慮組織規模

變項時，表中模型 3 卻顯現：相較於董事會女性董事

占比大於 1/2 的中小型公司，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大

於 1/2 的大型公司對社會參與的影響，明顯低於董事

會女性董事占比大於 1/2 的中小型公司 (β=-0.89, 

P<0.01)。上述結果，卻推翻本研究假說 7：董事會董

事女性比例愈高，愈會強化組織規模與社會參與的正

向關係。 

這是蠻有趣的發現。跳脫了以往組織規模愈大，

企業社會責任做得愈好的印象。一般而論，大公司在

面對社會參與活動時，大多透過捐物資、捐錢等做法

來貢獻一己之力，雖受歡迎，但卻也容易淪為一次性

的活動，很難持續發揮社會關懷的效果。事實上，許

多企業已經了解，社會參與是長期耕耘的活動，它必

須是持續性，才能溫暖人心。反之，中小型公司社會

參與的涉入，基於社區關懷、愛鄉愛土的情懷，通常

比較會採取在地化的深耕策略來參與社會諸事務。比

如說，中小型公司普萊德科技持續性的推動弱勢兒童

補救教學計畫，即為明顯的例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大於

1/2 的大型公司，在社會參與方面，明顯落後於董事會

女性董事占比大於 1/2 的中小型公司。這樣的發現，

傳達了女性董事在董事會中無論是參與決策，或與投

資者、媒體、社會大眾等外部環境的溝通協調，其都

扮演關鍵性投入的角色(Harjoto et al., 2015; Post & 

Byron, 2015)。這種角色的扮演，中小型公司會因決策

速度快、決策彈性高，做起來的效果會更甚於大型公

司。 

4.3.4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環境永續 

(1) 組織規模對環境永續的主效果 

如前面幾節的檢證過程，在組織規模方面，本研

究以中小型公司做為比較的參考群，來對環境永續進

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如表 8 所示。表中模型 1 顯示，

大公司與中小型公司對環境永續的影響未達到顯著差

異水準(β=0.10, P>0.10)。這樣的結果，推翻了本研究

假說 4。 

表 8 模型 1 的發現，傳達了環境永續的實踐，不

再是大公司才需要的作為，中小型公司亦責無旁貸。

跳脫組織規模對環境永續的刻版印象，企業的永續發

展關鍵在於公司的核心價值是否植入環境永續的經營

使命。本研究認為公司設有專責部門來實踐環境永續

的具體作為，固然最好；倘若受限於資源限制，公司

組織暫無設置相關編制的思考，只要經營者與核心幹

部建立企業在善盡責任、貢獻對環境保護的一份心，

它是會獲利的，它是會有價值回饋，是合理的，即會

激發對環境永續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在研究樣本中發現，不管是大型公司亦是中小型

公司在環境永續面向有出彩的成績。大型公司的台積

電與中小型公司的大江生醫在環境永續的排名都位居

高位。台積公司秉持企業成長與環境共存共榮的信念，

表 7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社會參與的關係 

研究變項 
社會參與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數項 7.82*** 7.75*** 7.97*** 

公司能見度    

  台灣 50 成分股 0.27*** 0.24*** 0.21*** 

  非台灣 50 成分股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產業別    

  科技資訊業 -0.15** -0.16*** -0.16*** 

  傳統製造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金融服務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公司年齡 0.00 0.00 0.00 

員工人數 0.06** 0.07*** 0.05** 

組織規模    

  大型公司 0.12  -0.18*** 

  中小型公司 參考群  參考群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0.12 0.39**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參考群 參考群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與

大型公司的交互作用 

   

-0.89**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與

中小型公司的交互作用 

   

參考群 

調整後判定係數(Adj. R2) 0.13 0.13 0.15 

F 統計量 12.03*** 11.91*** 10.57*** 

註：N=511;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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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綠色採購制度，支持綠建材及低耗能、無毒性、

可回收且具環保標章的辦公區用品。同時，製程亦不

使用禁限用物質，使產品完全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對

有害物質管制要求。2019 年台積電成立「節能減碳委

員會」驅動綠色創新，投入 196.6 億元的環保支出，

成功推動 763 項節能、節水、減廢的創新專案，海外

據點再次達成零碳排放目標，實現綠色的低碳營運模

式。大江生醫期許自己成為綠色力量的執行者，提升

環境保護與社會價值，期許企業營運能與環境共生共

榮。致力於 ESG 就是要超越現存商業標準，即使不

受環境能源法規所規範，卻依然大面積鋪設 2MW（百

萬瓦）太陽能面板，致力用綠電供給生產製造端、打

造全世界第一座綠色環保面膜工廠， 並全面達到零碳

製造；從事全面綠色製造，擘劃「Profit」、「People」、

「Planet」，為永續 3P 核心概念，研發出許多讓消費

者更健康、更美麗的產品。 

(2)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的調節效果 

同樣地，奠基於基礎模型，在董事會董事性別結

構方面，本研究以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小於 1/2 做為

比較的參考群，來對環境永續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

果如表 8 中的模型 2 所示：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對環

境永續的影響呈正向顯著的影響(β=0.29, P<0.10)。就

如同本文在假說 8 的演繹過程強調：相較於男性董

事，女性董事更致力於推動環境永續的相關議題。

本文的這項發現即傳達了董事會女性董事比佔優勢

性別時，對於環境永續實施策略的方針會更具實踐性，

愈能推動企業響應環境永續和地球發展精神，朝低碳

企業邁進。 

有趣的是，表中模型 3 則顯現：相較於董事會女

性董事占比大於 1/2 的中小型公司，董事會女性董事

占比大於 1/2 的大型公司對環境永續的影響，未達顯

著差異水準(β=-0.21, P>0.10)。上述結果，推翻本研究

假說 8：董事會董事女性比例愈高，愈會強化組織規

模與環境永續的正向關係。 

 

表中模型 3 顯示：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組織規

模的交互作用，對環境永續的影響，未達顯著水準。

這或許傳達了台灣對環境永續的要求嚴謹，在相關法

規的規範下，遵循法規是各公司運營的圭臬。不論是

大型公司還是中小型公司都秉持著環境永續與產業發

展並重的精神，建立環保節能的文化，配合政府節能

減碳措施、減少污染排放等，這些應該做，也必須做

的行動已經是企業的文化，不會因為董事會董事性別

結構而有別。 

 

5. 結論與管理意涵 

5.1 結論 

本研究主要回答二個問題：(1)相較於中小型公司，

大公司的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永續

等社會責任會做得比較好嗎？(2)董事會董事性別結

構是否會改變組織規模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係？經由

前節的討論，本研究提出二點反思： 

第 1 個研究問題，本研究實證發現：公司治理方

面，大公司明顯做得比中小公司來得好外，企業承諾、

社會參與、環境永續方面，大公司與中小型公司並無

表 8 組織規模、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與環境永續的關係 

研究變項 
環境永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數項 7.65*** 7.57*** 7.76*** 

公司能見度    

  台灣 50 成分股 0.37*** 0.38*** 0.37*** 

  非台灣 50 成分股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產業別    

  科技資訊業 0.03 0.03 0.03 

  傳統製造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金融服務業 參考群 參考群 參考群 

公司年齡 -0.00 -0.00 -0.00 

員工人數 0.05** 0.07*** 0.05** 

組織規模    

  大型公司 0.10  -0.10 

  中小型公司 參考群  參考群 

董事會董事性別結構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0.29* 0.34*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參考群 參考群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與

大型公司的交互作用 

   

-0.21 

董事會董事女性比<1/2 與

中小型公司的交互作用 

   

參考群 

調整後判定係數(Adj. R2) 0.16 0.17 0.16 

F 統計量 15.02*** 15.24*** 12.04*** 

註：N=511;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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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差異。在公司治理方面，或許是因為大公司普

遍走入上市、上櫃之路，受到的規範較嚴。這部分的

發現，跳脫了傳統的思維：大公司知名度高、資源豐

富、具品牌形象，他們理當做的比較好。本研究反思：

回溯至 19 世紀，或許當下的社會環境就是這樣的認

知。然而；隨著產業結構的轉變，跨國企業全球興起，

如今，企業能否同時擔負起經濟責任、環保責任和社

會責任這三重底線，已經成為判斷現代企業經營有沒

有符合 CSR 的標準。本研究認為 CSR 不是大公司的

專利，中小公司也應承擔相對的社會責任。不論是在

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永續等社會責

任都是企業應該履行的義務。所有企業都必須做到上

述項目才可被一般大眾接納。 

第 2 個研究問題，本研究實證發現：董事會女性

董事佔比大於 1/2 的中小型公司，在社會參與方面做

得比董事會女性董事佔比大於 1/2 的大公司來得好；

至於，在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環境永續方面，則無

明顯的差異。這是一個蠻重要的發現。本研究反思：

中小型公司大多屬於家族企業、在地化企業，他們在

自己的家鄉立基、深耕、成長、茁壯，這份愛鄉愛土

的情懷，激發了他們在社會參與的力度。特別是，從

社會認同理論的觀點而論，女性董事對於促進公司與

社區鄰里關係、扶植在地人才、推動社區營造工作、…

等社會參與面向的涉入，較男性董事積極(Adams, 

2015)。 

具體而論，台灣中小企業家數占全體企業的比重

為 97.80％，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 76.93％，因此

絕對不能忽略中小企業在 CSR 所扮演的角色。台灣中

小企業向來具有企業家精神、彈性應變、有綿密的協

力生產網絡著稱，也是台灣經濟奇蹟的最大貢獻者，

但這些經濟成就背後，往往要付出相當大的社會成本，

例如勞工低薪的超時工作、嚴重的環境汙染等等。不

少台灣中小企業以全球市場為戰場，在全世界各地尋

求商機，如今 CSR 已經在國際上形成一股很強的力量，

如果台灣中小企業還自外於這樣的趨勢，勢必無法在

國際舞台上與世界大型企業競爭或合作。所以，不單

是大型企業要重視CSR，中小企業也要有這樣的認知。 

5.2 管理意涵 

如結論所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四點管理意涵： 

5.2.1 中小型公司亦應落實公司治理的規範 

公司治理係指公司管理與監控的方法，公司要以

公開、透明、遵守法規等作為來管理公司並創造獲利。

中小公司在有限的資源下，領導人應將公司職位權責

分明，訂定工作說明書、管錢不管帳防止舞弊發生、

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程序等，將目標、計畫與執行結

果讓利害關係人知曉，同時自我檢視是否達到自我要

求。 

5.2.2 大型公司的社會參與更應做到「深、廣、 

    高」 

大型公司資源充沛，時常將捐款最為社會參與的

起點，但如何將慈善捐款花在刀口上，企業做為「資

源的供應者」，對公益參與的面向、金額數量、運作

狀態，應該有更清楚的方向，其總體的社會資源才會

有較公平合理分配的機會。大型公司除了投入社會參

與可以影響的範圍、受惠人數之外，如何運用企業自

身的專長、強項，落實並創新社會參與更為重要。發

揮「粽子頭」效應，擴大社會參與的範圍，比如說：

拉動上下游供應鏈一同加入、積極教育客戶及消費者、

宣導責任投資並發揮「股東行動主義」力量等。 

5.2.3 建立「企業承諾」與「環境永續」的企業核心價

值 

無論公司大小，企業承諾及環境永續乃是公司經

營的基本盤。但要如何將其做到深入人心，融入企業

文化，塑造企業核心價值？本研究主張：企業承諾的

作法在於是否讓員工、股東、顧客、供應商等利害關

係人感受到溫度。舉例來說：員工方面，除了設立、

調查員工滿意度等基本作為，更重要的是企業是否有

後續的回應與精進作法；有些制度表達的很貼近人心，

例如休假制度、健全的休息室，但無人敢使用，必須

確定員工是否有真正受惠？ 

傳統「從搖籃到墳墓」的商業模式，不斷消耗地

球上有限的資源，除了響應節能減碳外，企業自身成

為循環經濟的一員更是必要的，企業從源頭實施綠色

循環設計，達到從根本地零廢氣，有助於消化供應鏈

末端的廢棄品，並將環保產品發揚光大，打造「從搖

籃到搖籃」的永續供應鏈、建立產業生態系統，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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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廢料變成我的原料，在產品生命週期內將價值發揮

到極致。 

5.2.4 提高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 

本研究樣本中，董事會女性董事比例平均值為

13%，大幅落後歐美國家。根據 2020 年 European 

Women on Boards 的調查，歐洲各會員國中，董事會

女性董事占比分別為：法國(43%)、挪威(42%)、芬蘭

(38%)、瑞典(37%)、義大利(37%)、比利時(36%)、英

國(35%)、丹麥(34%)、紐西蘭(33%)、德國(32%)、澳

洲(30%)。這其中，歐陸之冠是法國。 

現今的台灣，雖宣揚性別平等的觀念，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中宣導女性董事比例三

分之一的原則，但因無明確強制法規制定，以致於計

畫像紙老虎。本研究認為董事會是企業的核心，其董

事會性別多元化反映了董事會不同的背景、專業、知

識與價值觀，可以為企業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從人

力資本理論的角度來探討，女性董事能夠促進董事會

多元化的觀點，進而促使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公司治

理相關法規中應包含「公司之董事會女性董事需達董

事會席次 1/3 以上」的標準立法，以徹底落實性別平

等、破除女性玻璃天花板，保障女性權益，符合國際

發展態勢。 

5.3 研究限制 

(1)本研究在討論董事會女性董事結構是否會改

變組織規模對 CSR 的關係時，囿於台灣董事會女性董

事比例較低，本研究樣本董事會女性董事比例平均值

僅 0.13，影響其調節的力度，無法反映真實面向。此

乃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2)相關文獻大多主張，CSR 應涵蓋經濟永續、社

會永續、環境永續等三重底線。天下企業公民調查，

將 CSR 區分為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

永續等四個變項。囿於這樣的區分，本研究未納入經

濟永續此一變項，難免造成 CSR 的討論不夠全面。此

乃本研究的限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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